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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新法时期灾异言说及其对新法之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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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熙宁时期的，新旧两派对天道观的态度迥异。尽管王安石认为天命不足畏，但反变法派人士抓住神

宗笃信天道观这一特点，在每次灾异之后的应诏直言中，极力指陈灾异因人事而起，借机挞伐用兵、任人

、新法等种种新政弊端，以期补救时弊。熙宁七年大旱所引发的群臣进言及一系列事件，震惊了神宗，新

政被迫做出了调整。反变法派借天道言人事，实为谏止新法之一策，再一次凸显了天道观念的传统政治属

性。灾异言说也为考察王安石新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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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异而言人事，是中国传统天道观念的

核心内容之一。君主因灾异求直言、臣僚借灾异行

规谏这种现象，也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

色。历代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宋代虽是一个理性较

为发达的时期，但天人关系思想依然支配着士人的

观念与行为。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活动中，也体

现在文学文化创造上。目前学界对此已有一些研究

。②不过，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尤其对那些历史重

大事件，还有必要深入细致地探讨其中容易被忽略

但至为重要的灾异言说。其意义在于：一则可以更

好地检视事件中相关士人的天人观念及其对历史事

件的影响；二则可以为考察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视角

，以便更全面地把握事件的发展。本文拟选取熙宁

变法这一历史重大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神宗及新

旧两派领军人物灾异观念的考察，进而讨论当时借

灾异言人事这种特殊谏诤方式的现实操作，并简析

其效用。 
 

一、熙宁君臣灾异观管窥 

炎宋一朝，灾异频仍。熙宁元年七月，钱顗就

历数了建国以来的各种灾变，并陈其惨烈后果，认

为是“虽《春秋》所记灾异，未有若此之甚也”【1】（卷

42,P429）。而熙宁时期更堪称一个灾异频繁的阶段①

。自改元的第一天起，相关记载就不绝于书：富弼

之言有“灾异频数”【2】（卷605,P364）、神宗之诏曰“灾异

数见”【3】（卷269,P6597），诸如此类，成了常见的表达。

至于“方今河北地震连年不已，加之星文谪见，天

下水灾，漂溺人民不可胜数。变异之来，无甚于此

”【1】（卷109,P1189）、“比岁以来，灾沴未息，今兹星文

谪见，变异甚著”
【4】（卷 154,P573），及“今自近岁日蚀

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

”【5】（卷37,P1051）等话语，更是详尽地道出了当时灾害

接连不断、民不聊生的惨景。 

在灾异面前，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的天人关

系学说，对国人思想及行为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

上自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对此深信不

疑。其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天道”乃“人事”之反映，

一旦发生灾异，必定是政事失序，社会乱套，阴阳

不协，故天降灾异以警示。正如熙宁名臣陈舜俞所

言： 

 
 
 
 
 
 

 
 

 

 

①本文为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古典文学构建区域文化品牌的价值及应用》（2662019QD042）阶段性成果。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杨晓红的《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 6期）及其《灾异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 5期）、于雯霞与刘培《宋代天人感应学说与祥瑞灾异赋创作》（《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 年第 4 期、刘

杰《论王安石的天人观念和灾祥书写》（《中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 1期）、关行邈《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 ——以祥瑞灾异为中心》（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成果。 

③
李华瑞教授有统计数据直观地呈现了此阶段的灾异状况，相较其他时期，明显偏多。参见《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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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

水、旱灾、螽螟、蜚蜮、霜雹、雨雪之时，皆

书之，是天子诸侯无有五事三德，天宁谆谆以

五行为周、为鲁、为列国之属哉？后之言灾异

者多矣。天地变动，日星失行，阳愆阴伏，草

木人物，禽兽之怪异，君臣相与言曰：政事不

修乎？号令不信乎？女谒昌而苞苴行乎？佞谗

进而正直退乎？民贫而财不足乎？”
【 2】（卷

1540,P33） 

尽管这套理论在传统读书人那里受到了广泛的

信奉，但在文化昌明、儒学转向、怀疑精神盛行的

北宋中叶，士大夫博洽淹贯，好立己意，并非一味

遵从传统。因此，熙宁时期士人的灾异观念，与政

治观念一样，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熙宁时期反变法派士人是极力维护这种传统观

念的。在他们看来，当时所发生的这些灾异，都是

阴阳不调而引发的。钱顗、郑獬、张方平等人，都

曾从这一角度对当时所发生的灾异进行了阐释： 

臣伏以今月甲申至辛卯，京师连日地震者

五。窃观人事，以考变异，皆阴盛阳微之象也

。
【1】（卷 42,P429） 

阴迫阳伏，地乃震摇。【2】（卷 1483,P221） 

震者，阴盛而迫于阳，其发必有所肇而不

为虚应。
【2】（卷 1472,P52） 

伏自近岁以来，灾异之作，率由阴侵于阳

。……夫人为天地之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

之，故和气不应，灾害荐作。
【2】（卷 795,P201） 

凡此种种，无不将灾异生发与阴阳失序相关联。这

也是传统天道观念中的一套惯常模式，早在先秦时

期就已出现：幽王二年（公元前 780年），西周三

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

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

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皆震，是阳失其

所而镇阴也。”【6】（卷 1,P26-27）由此观之，渊源有自。

陈来先生曾揭出了“春秋的智者在论及‘天道’时往往

同时涉及到‘阴阳’”①这一规律。 

“阴”与“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对重

要概念，在此无法详述。不过，阴阳相对，对应在

人际关系上，就是曾公亮所言的“臣者，君之阴；

子者，父之阴；小人者，君子之阴”
【7】（卷 14,P268）。

当时士人对“阴”所作的具体人事阐释，代表性的观 

点就是：“阴之为物也，为甲兵，为阴谋，为

强臣，为夷狄，为宦官宫妾。”【2】（卷 1534,P319） 

诚然，上述诸种人事，常常会对国君及国家政

权构成威胁，历史上因此而亡国者并不鲜见，这是

“阴”迫“阳”最有力的证据。于是，在信奉天道观念

的士人看来，就存在“灾异显现——阴阳不调——

人事不当”这一关系链。兹举一例：治平四年八月

，京师地震，刚上台还未及改元的神宗就询问地震

是何种征兆，曾公亮对曰：“天裂，阳不足；地动

，阴有余。恐由小人为邪所致。”【8】（册 5,P2666）因而

，一旦灾变发生，必有人事不当，正确的解决办法

就是从现实社会中去找出人事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作相应的调整：“思所以致之之咎，务所以改

之之理，日新庶政，以答天变”。而在此过程中，“

应之以诚，感之以德”尤为重要，虽有诸如损服、

减膳、避殿、斋戒等种种措施，但还是必须“询求

至言，矫革前弊，密推至诚，以应天变”。【1】（卷

42,P429） 

熙宁时期保守派人士鼓吹传统天道观，将灾异

与人事挂钩，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告诫神宗政事已

有失当之处，想要消除灾异，就得做出调整，甚至

停止正在进行的各种生事兴利的变法活动。在此情

形下，变法派为了继续推行新法，就必须尽力将灾

异与人事剥离开来。 

变法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惧，

因此就不会信守传统灾异观念。他“最不信《洪范

》灾异之说”
【7】（卷17,P319）。虽然他认为，法天敬天

畏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地万物不得其常，恐惧修

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确的做法是“以天

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

，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9】（卷 28,P1014）。

这里说出了两方面意思：一是天降灾异，不应说是

人间世事造成的；二是如果人事上确有什么过失，

当以人世中的“正理”来检验，而不是附会天变之说

。他这种观点，就是典型的将灾异与事解套。其现

实意义在于，试图避开反对派利用笃信天道观的神

宗而对新党及新法所进行的指责，为自己及新党的

所作所为开脱。 

熙宁初年，王安石就曾多次在神宗面前鼓吹灾

异皆天数而非人事所致的观点。王安石的这种怀疑

①
陈来：《春秋时代的天道观念》，胡军、孙尚扬主编《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 75

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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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在熙宁八年十月时表达得更清楚。戊戌，神

宗手诏王安石后，王安石言： 

保守派常以历史事实来证明灾异因人事而起，王安

石同样以历史事实，证明了传统说法的虚妄， 

 

即便有，也纯属巧合，因此天人观念是不足为

信的。 

事实上，熙宁三年，吕陶在试制策时，就曾对

世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灾异观作过评述：“臣闻天人

之际，精祲有以相感，《洪范》之陈五事，《春秋

》之害灾异，皆其微也。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一

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预于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错

，阴阳旱水之愆亢，皆大数使之然，未必发于政事

。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非严恭寅畏之道也。一

曰灾变之来，率以类应，某政之失则召某祥，某事

之非则感某异。盖自两汉诸儒，若刘向、董仲舒、

郎顗、襄楷之徒，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牵联迁合

，务必其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

而徒溺于几祥也。”【10】（卷 38,P534） 

由于这一问题本无定论，所以，不同立场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做出方便自我有益于自我

的阐释。而这，也成了熙宁时期新旧两党的一个主

要争论点。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之说，在当时也

掀起了党争热潮。虽然后来王安石的天道观念有所

改变①，但熙宁初年的他，是坚决否定传统的天道

观，以为是不可信的。 

诚然，新党士人中持有传统天道观念者也不乏

其人，曾布就曾因彗星进《天变宜修省奏》。因此

，确切地说，不是新党人士完全不信，而是有所选

择地言说。正如吕中所言，这些人是“灾异不言，

而群瑞辄书，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六月之雪指

为瑞雪”，并批评他们“视天变，若童稚之可侮”
【7】（

卷 17,P319）。由此可见，对灾异的阐释会因人因事而

变，天道观只是用来服务于阐释者的一种理论工具

而已。 

熙宁两派主要人物在对待天道观念时，都有着

自己的根据与意图，谁也无法使对方信服。在此情

形下，神宗本人对灾异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据

史料来看，神宗算得上虔诚的天道观念信奉者。治

平四年十二月，刚登基不久的神宗听说来年正旦将

有日食，于是下诏恢复一些儆灾传统，遵从“王者

小心寅畏之道”。后来日食如期发生，群臣请御正

殿复常膳，神宗拒绝了群臣的请求，认为是自己“

德不明，上累三光之变”，过失极大，必须避朝彻

膳，“思有以恐惧修省，谢上天之谴告”。【4】（卷

153,P571）这奠定了神宗御宇内而敬天命的基调。其后

每有灾异发生，神宗都会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克

己修身，反躬自省，勇于承担。熙宁八年彗星显现

，他自认自己作君王的这九年来，“昭事神祇之明

，祗迪祖宗之烈。深维寡昧，未知攸济，夙兴旰食

，靡或遑宁”，但老天并没有恩宠他，灾异之事从

未消停过。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怀疑过天道观念，

相反，还是坚持认为是自己一定有什么过失：“今

兹星文谪见，变异甚著，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并反省“岂非德不能绥，理有未烛，政令或失，刑

罚罔中”，才导致了“皇天动威，以是谴告”。【4】（卷

154,P573）神宗从不把罪愆归咎于群臣。富弼在熙宁八

年所上奏章里面，就肯定了神宗“累年灾异，如山

摧、地震、旱蝗之类，前后包括，一一归咎于己”
【

3】（卷 269,P6610）的做法。 

尽管王安石不断地给神宗洗脑，但富弼等老臣

不遗余力地批判王安石灾变乃时数而非人事的观点

，同时也向神宗灌输王安石“以灾异归于时数，是

欺天欺民之甚也”【8】（册 5,P2667）的思想。在天道观念

论争中，保守派明显占了上风，将原本虔诚的神宗

顺利地争取到了自己这边。所以，一旦灾异发生，

神宗总会下诏征求直言，于是那些压抑已久的指陈

时弊的声音才得有机会倾吐。 

 

二、熙宁灾异言说旨向 

考以文献，当时保守派士人借灾异直言所表达

的不满，主要集中于用兵、任人及新法这三方面。

此乃熙宁时期新旧两党论争的焦点，且相互之间有

一定的关联。现分述如下： 

灾异言说指陈时弊之一：用兵。 

宋代的武功，一直为人所诟病。北方的西夏、

辽、金等政权，对宋朝的政权及领土构成了极大的

威胁。岁币所需绢银等，亦是一大负担。年轻气盛

的神宗一上台，就想扭转这种颓势。一些势利之徒

瞅准了神宗的心理，纷纷进言开边之策，以希恩赏

。于是，南征北战的大幕自此拉开： 

熙宁始务开拓，未及改元，种谔先取绥州

，韩绛继取银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

谢景温取微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李

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等四寨。
【7】（卷 14,P271） 

自古以来，一旦开边，就会带来农村丁壮流失

影响生产、军费开销过多国库空虚、边民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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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种种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征战杀伐，流血漂橹

，荼毒生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各方，没有绝

对的胜利者。神宗后来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熙宁六年，王韶连克河州及洮、岷等州，战果显著

。但神宗听说士兵伤亡惨重，“顾辅臣恻然久之”，

然后叹息道：“此何异以政杀人！”【3】（卷 250,P6085） 

熙宁以前的对外政策，一直奉行以和为贵。神

宗朝的老臣韩琦、富弼，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向来

都反对兵革之事，在仁宗朝为相期间，凡言开边者

一律不纳。熙宁二年，富弼也曾以“陛下且二十年

未可言用兵”
【7】（卷16,P296-297）告诫神宗。遗憾的是，

神宗执迷不悟，而富弼也在同年十月遭罢。 

其实，王安石“未得政府之时，犹未主开边之

议也”
【7】（卷14,P271），但主政之后，风向转变了，为

了迎合神宗的心理，实现其雄图伟略，他所开展的

一系列变法，旨在兴利，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显耀国威。正如吕中所言：“安石之兴利，亦得以

开边用也。”【7】（卷14,P272） 

问题是，保守派士人根本就不主张开边。在他

们看来，如果不开边，就无需耗费数量如此惊人的

军费。在此情况下，只要省财节用，国家府库自然

就充实，何必去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而开边兴利

变法，完全是小人喜动作生事，希图功赏，最终受

实祸的却是天下苍生。因此，每当灾异显现，得到

直言机会，一些老臣就会将矛头指向用兵这一方面

： 

臣以太白经天，四方地震，皆为兵象，窃

恐兵祸起于横山之议，今见其端矣。无使臣言

之验，则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上观天戒，下

察人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四海生灵为意，

无令天下无罪之民为奸臣所误。【2】（卷 1472,P51） 

郑獬在熙宁二年所上的《论水灾地震疏》中，

也表达了对用兵的忧虑。熙宁七年，韩维也曾借灾

异之后的直言之机表达了自己对国家重兵而不重民

的不满：“夫动甲兵，危士民，匮财用于荒夷之地

，朝廷处之不疑，行之甚锐；至于蠲除租税，宽裕

逋负以救愁苦之良民，则迟迟而不肯发。”
【3】（卷

251,P6138）借灾异言说用兵之非，同样见于苏轼的《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希望神宗“深察天心向背

之理”，“绝意兵革之事”【5】（卷 37,P1051）。 

由于熙河用兵之时，台谏已遭清洗而大换血，

所任官员多为安石心腹，所以，当时几乎没有发出

多少反对用兵的声音。台谏不言用兵之非，而当时

言路壅塞，欲言者又苦无机会，因而，只有等到灾

异出现、诏求直言时，才有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他们

的心声，但总体偏少偏弱。因此，在用兵一事上，

神宗难以听到反对的声音，于是一意孤行，直到元

丰五年的永乐城惨败后，才如梦初醒，览奏痛哭。

此次教训十分惨痛，它同时宣告神宗苦心经营的兴

兵强国方略彻底破产。 

灾异言说指陈时弊之二：任人。 

急于开边建功的神宗选择王安石，是一种必然

。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及为人行事，向来饱受诟病

。参政之初，吕诲认为他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

人佞己，观其言则美，施于事则疏，为从官犹可，

登政府则天下必受其弊。而在还未参政之时，吴奎

就认为他迂阔，用之必乱纪纲；唐介说他好泥古，

而议论迂阔，如后使为政，必多变更以扰天下；孙

固评价他为人少容，不适合作宰相。
【7】（卷15,P280）看

低王安石，更早的还有苏洵。在嘉祐年间所作的《

辨奸论》中，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

，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11】（卷 9,P272）之

语。通过生活细节看为人，他判断王安石定为大奸

。 

王安石本人的为人处世业已遭到怀疑，而他当

政后所实施的任人政策，更令群情愤激。众多保守

派人士与他道不同不相与谋，后来纷纷遭到贬抑罢

斥。一批势利之徒，投机钻营，得到了越次拔擢。

他为政期间，党同伐异，政治生态逐渐恶化，到头

来连自己都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其人手下的大

批射羿之徒，以及晚年的“福建子”之憾，充分证明

了他在任人方面存在大问题。好友司马光熙宁初年

就曾忠言相劝，但刚愎的王安石根本没有理会，一

心只想到怎样兴利，后来甚至连自己亲弟弟的话都

听不进去了： 

（王安国）常非其兄所为，屡谏不听。召

对，上问以安石秉政如何，对曰：“但恨聚敛

太急，知人不明耳！”【7】（卷 17,P314） 

神宗用这样的人为宰相，且再让他选拔任用官

吏，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保守派士人，在熙

宁初年还敢怒敢言。熙宁二年二月，富弼就严厉指

责了王安石及其所持的灾异为时数之说，认为任用

这种奸人，听信其谬论，会贻误皇帝的大事。同年

十月，刘述、刘琦、钱青等也借灾异言事，共同上

书，对王安石及其党羽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并认

为连年的灾异，皆大臣之罪，同时希望神宗思宗社

之长计，措生灵于久安，委任老成有德之人，疏远

迂阔生事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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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熙宁四年，保守派贬的贬，罢的罢，有怒而

不能言，抗议之声自此衰弱，但暗流涌动，只是等

待机会而已。熙宁七年，因旱诏求直言，自从留台

后绝口不言新法的司马光再也忍不住了，毫不避忌

地控诉所任非人、党同伐异、斥忠取奸这些弊端： 

然六年之间，……灾异之大古今罕比，其

故何哉？岂非执政之臣所以辅陛下者，未得其

道欤？所谓未得其道者，在于好人同己，而恶

人异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

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与众共之，舍短取长

，以求尽善。而独任己意，恶人攻难，群臣有

与之同者，则擢用不次；与之异者，则祸辱随

之。人之情，谁肯弃福而取祸，去荣而就辱？

于是天下之士躁于富贵者，翕然附之，争劝陛

下益加委信，顺从其言，严断刑罚，以绝异议

。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来，中外执

事权者，皆此属矣。其怀忠直、守廉耻者，皆

摈斥废弃，或罹罪谴，无所容立。
【2】（卷

1200,P184） 

这古今罕比的大灾异，在司马光看来，正是“执政

之臣”乱作为而引发的。这里的执政之臣，所指非

常明确，就差指名道姓了。 

不止是司马光对当时任用王安石感到不满，“

嘉祐四友”中的另一位——吕公著——同样不认可

好友的执政方略。在熙宁八年彗星显现后诏求直言

的上奏中，他认为神宗有治理天下的雄心壮志，但

没有取得实效，原因就在于所任用的大臣辜负了神

宗。他进一步指出所任用的大臣在用人上，不根据

实际情况，也没有一个标准，反复无常；在施政上

，也是“乖戾而不审”的。即便是全天下都知道的小

人，只要一时附会，就会得到进用。用这样的人来

管理国家，想要实现宏伟大略，肯定是南辕北辙，

“此所以终累陛下则哲之明者也”。【3】（卷 269,P6615） 

熙宁时期所任非人，在保守派看来，并非这些

人不作为，恰恰相反，是这些人乱作为，喜动作生

事，兴利不择手段，改革不得人心，弄得天下一团

糟。 

灾异言说指陈时弊之三：新法。 

神宗一朝，在好言利的王安石领导下，前前后

后共推出十多项改革。除了宗室、并营以及学校贡

举法这三项相对得到较多的理解与拥护外，其余的

改革都颇招时议。每项新法甫一推出，几乎都会引

来民愤民怨。对具体法令措施的探讨与质疑，在此

不作详细讨论，所欲重点分析者，是借灾异言说来

批评新法这一方面。 

新法最早推出者是均输法。此法的本质在于由

政府掌控调节来赚取地区差价。这就抢夺了商贾的

生意，是典型的与民争利。它刚推出就遭到了司马

光、范纯仁等大臣的反对。陈襄也对此法极为不满

，不过他巧妙地运用了借天人观念而进谏的策略： 

自先皇顾命已来，当国家多难之际，天文

谪见于上，地道震动于下，水潦民饥之灾遍于

中国，此天意有以警动陛下，欲其恐惧修德，

而保其全安也。而陛下首当修明五事，钦慎万

几，务一德以享天心，思一言以和天下，曾未

及此，乃欲徇有司之议，行桑弘羊榷利之术，

臣不知其可也。【2】（卷 1018，P55-56） 

保守派人士都将此法视为桑弘羊之术，并认为它终

将误圣君、祸天下。 

青苗法及农田水利法推行之后，人情不安，中

外惊疑，百姓困苦。范镇因此上奏，将一些当时发

生的诸如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等灾异现象，

都视为民劳之象，希望神宗能考察天地之变，罢除

青苗法，归农田水利于州县，追还使者，以安民心

，而解中外之疑。这也是典型的借灾异言说来指陈

时弊手法。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神宗下诏求直言，司马

光直陈当时朝政之阙，略去琐屑细碎，其显著者有

六： 

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

实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

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

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

多。五曰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

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2】（卷

1200,P186） 

这里所针砭的每一项，都切中了要害。除第四项开

边用兵不是新法内容外，其余五项，都是变法派所

大力推行且扰民甚巨者。就在此月，另一位大臣滕

甫，也在借旱灾直言之机，认为应该全部罢除熙宁

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这样才能达到民气和

，实现天意解，灾异自然就会消除。 

由上可知，因台谏受控制，反变法言论遭压制

，故而借灾异言说时弊，谏止新法，成了保守派士

人的惯用策略。以上三方面，仅为熙宁时期借灾异

而控诉的重点，但绝不是全部。有时，一些进言者

会抓住机会，将自己认识到的问题毫无保留地倾吐

出来。冯山在熙宁六年因旱灾而求直言的上书中，

就提出了“一曰平罪戾以安人情”、“二曰重名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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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治道”、“三曰正学校以厚风化”、“四曰复台谏以

广言路”、“五曰复常平以简法令”、“六曰罢兵戍以

厚邦本”【10】（卷 38,P523-528）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元丰三

年吕大钧也从官吏行事、用兵、任人以及新法等方

面，分别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

传统天道观念的文化语境下，借灾异而言人事，深

中时病，足以振聋发聩。 

 

三、熙宁灾异言说效用 

不难发现，一旦遇到较大的灾异出现，神宗都

会广开言路，群臣也会忠言进谏。但是，这种特殊

时期的特殊言说，始终在重复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

。亦即是说，虽然神宗笃信天道，一旦灾异发生，

就避殿减膳，下诏纳言，群臣也切中时弊，忠心劝

谏，但政府基本没有具体落实，没有在人事上进行

有针对性的改变。否则就不会每次出现几乎一致的

时弊陈述。 

其实，在因灾异而进谏时，早就有大臣怀疑这

种诏求直言可能就是一场表演秀： 

臣窃伏思，今陛下发诏以求忠言，将欲用

之耶？将欲因灾异举故事而藻饰之耶？苟藻饰

之，则固无可议者。必欲用之，则臣愿陈其方

。臣观前世之君，因变异而求谏者甚众，书之

史册，以为美事。及考其实，则能用其言而载

于行事者，盖亦鲜矣。【2】（卷 1472,P53-54） 

这种表演被后世君王不断地效仿。只需空言，

不用实施，甚而连一些基本仪式及躬身自省，都是

摆样子而已。一切流于形式，毫无成效可言。 

尽管神宗下诏时也会申明朝政阙失，将虚心改

过，但连这句话本身，最后都成了一句空话。熙宁

七年天旱下诏求言，司马光就列出了新法的种种弊

端，并希望帝王拿出诚意，真心实干，革除弊端，

以销天灾。如果只是著之空文，而于新法无所变更

，这就好比临鼎哀鱼之烂，而益薪不已，于事毫无

裨益！结果如何呢？富弼给出了答案：“而不知何

人者，上累圣德，遽成反汗，于是天下大失所望。

”【3】（卷269,P6610）客观而言，那一次诏求直言之后，神

宗确实对一些政策作了更改，只不过没有达到大众

的期望而已。因此，熙宁八年因彗星再次求直言时

，富弼就再次强调要认真对待这些不避诛戮、仰竭

肝胆的言论。没有意外，神宗熙宁八年诏求直言的

行动再一次流于形式。 

这样的行动每每得不到落实，固然有传统处理

方式的影响及帝王主观的因素，但也有客观的原因

。熙宁时期诏求直言的活动中，也的确存在一些现

实操作困难的问题：新法推行内容多、时间久，天

下弊病甚夥，平日言路不通，好不容易有直言机 

会，“人人咸愿条列，达于天听，冀幸有所刬

革耳”
【3】（卷269,P6611）。这样一来，灾异后所得到的直

言进谏，必定是呈井喷状，难以数计。这些进奏如

何规避新党的言路过滤机制成功上达圣听？日理万

机的君王又哪有时间来一一听取这些进奏？ 

这些问题在熙宁初年郑獬就曾提及。“今诏音

一发，天下忠义之士必有极其所藴以荐诸朝者，此

当有益于治道，不为妄作。”他认为这些进谏都是

金玉良言，于治理极有价值。但他推断皇帝绝对没

有时间来详阅这些有益的奏章，其结果只能是有求

谏之名而无求谏之实。他建议，既然皇帝没时间来

遍览，若想不流于形式，就应该“选置官属，令专

掌之”。
【2】（卷1472,P54）。这个想法虽十分有价值，但

根本不可能得到实施，因为这种诏求直言压根就是

走过场。 

当然，不可否认，熙宁年间也有因灾异言说取

得一定成效的事例。典型者当属熙宁七年全国大旱

之际，郑侠献《流民图》，并直言新法不便，奏请

罢除，以销天变。他甚至不惜以性命为赌注。此事

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安石固乞避位，不许。乃诏韩维、孙永体

量免行钱；曾布体量市易；又发常平仓于商税

；而青苗、免役亦权罢。群奸切齿，治侠擅发

马递。诏劾其罪。司马光自判西京留台，绝口

不言时事，至是读诏下泣，复陈六事，言青苗

、市易、免役、开边、保甲、水利。四月，权

罢方田，又放免编排保甲。【7】（卷 17,P315） 

当时众多进言，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及其倡导

的新法，尤其是郑侠与司马光，一前一后，抓住要

害，情理兼顾，震动圣主。在现实面前，神宗迫于

自然及人事的种种压力，不得不深刻反省，并对政

令措施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

在执政五年之后，也不得不“以旱引去”
【12】（卷

327,P10551）。此次借灾异而进行的言说，可谓是整个

熙宁年间反变法派干得最漂亮的一仗。事件的直接

效果是变法派首领下台，新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

折，从此威风不再。曾雄生教授甚至将熙宁新法失

败的原因归结于这些灾异以及传统的天人观念影响

。①正是熙宁七年的大旱及传统的灾异观念，促成

了王安石新法的转折。此乃天乎？人乎？天人之际

乎？ 

①
曾教授认为：“如此看来，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并不是顽固派的反对，而是天公不作美

的解读。”参见《北宋熙宁七年的天人之际》，南开学报（哲社版），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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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时期的这一系列灾异言说事例，再一次证明了

在重视天人关系的传统社会里，如果遇到灾变，国

人就有惯常的一套逻辑：天意在上，不能违抗； 

若欲平安，须销天变；天降灾异，当革时弊。因此

，借灾异言说来批评时政，也成为了传统士人参与

政治、表达观点的一种特殊策略。尤其是在思想禁

锢严重、言路阻塞不通的时期，这种借灾异言人事

的策略被广泛地运用，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中一道奇异的景象。灾异与人事之间本无必然联

系，但因灾异而使当政者反躬自省，广开言路，合

理采纳，革除弊端，适当调整政策措施，还是具有

一定的进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天

人观念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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